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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新时期通俗文学思潮与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
童 宛 村

摘　 要：通俗文学的兴起是新时期的重要文艺现象，对此前依赖于“一体化”文艺体制的当代文学秩序构成了深刻

的挑战。 １９８５ 年开始的通俗文学思潮，推动了当代文学生产机制、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范式的转型。 这场文学思

潮围绕着通俗文学的大众性、通俗文学的商品性、通俗文学的审美功能、新的文学格局的变化以及“文学性”等问题

展开热烈的讨论。 在对通俗文学的讨论中，文艺界不仅展开了对新时期文艺实践自身的反思，同时也对“五四”新
文学、左翼文学以至当代文学以来的文学观念进行了一次系统的讨论和反思。 在这一过程中，当代文学原有的“一
体化”和“统购统销”的生产机制解体，当代文学的审美功能由对政治 ／ 教育功能的强调转变为教育、娱乐、审美等功

能的多元共生；当代文学的批评范式由“革命”范式转向强调“审美”与“现代性”的“现代化”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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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时期通俗文学思潮的产生

伴随着新时期的社会转型，一个重要的文艺现

象是通俗文学的重新出现。 一方面，为了满足当时

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需要，“十七年”大众化作品和

传统旧作重新出版，在市场上率先引发“评书热”等
俗文化热潮。 另一方面，伴随着 １９８２ 年开始的出版

业改革，在某些文艺期刊、科普期刊和法制报刊中，
开始出现一种以武侠小说、民间故事、历史传奇、法
制故事等形态存在的通俗文学类型。 这种文学类型

广受读者欢迎，甚至《人民日报》《文汇报》都开始连

载通俗小说。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通俗小说进入

迅速繁荣时期，并于 １９８５ 年前后掀起热潮，以《今古

传奇》《故事大王》 《通俗文学》 《章回小说》为代表

的通俗文学期刊纷纷创刊，销量屡创新高。 以后来

产生全国性影响的《今古传奇》和《故事会》为例，
１９８５ 年，《今古传奇》的发行量达到最高峰 ２７０ 多万

册，《故事会》的发行量高达 ７００ 万册。 与此同时，
港台与海外的武侠、言情小说等热潮接踵而至，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形成“金庸热”“琼瑶热”“侦

探小说热”等热潮，一时间通俗文学成为图书市场

上不容忽视的潮流。 由此可见，新时期通俗文学的

兴起是文学生产引入商品调节机制的自发行为。
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国内通俗文学创作的

“年轻化”和“小资化”不同，新时期通俗文学以武侠

小说、历史传奇及民俗故事、纪实与名人轶事、法制

故事为主要类型，具有本土性、民俗性、与时代精神

联系紧密的特点。 新时期通俗文学主要依托通俗文

学期刊：一是以《今古传奇》为代表的传奇类通俗文

学期刊，以刊载中长篇传奇类故事为主，《今古传

奇》提出“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大众意识、时代精

神”的办刊方针，将武侠故事、历史演义等古代传奇

与纪实故事、名人传记等当代传奇融于一炉。 二是

以《故事会》为代表的故事系列文学期刊，具有一定

口头文学的性质，以收集贴近群众生活的趣闻轶事

为主。 三是以《章回小说》 《连载小说》为代表的通

俗小说期刊，多继承传统中国小说的章回体形式，诞
生了不少具有民族风格的作品，其中有许多作品被

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 四是以《啄木鸟》为代表的

法制文学期刊，刊载作品多为法制和犯罪题材，扑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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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离的悬念和炫奇斗险的情节能有力地扣动人们的

心弦。 除此之外，还有以群众说唱艺术为主要内容

的群众文艺类通俗期刊。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通俗文学的代表作家也基本依

托于上述文学期刊发表连载作品，随后推出单行本。
其中武侠小说及历史典故类的长篇代表作品有冯育

楠的《津门大侠霍元甲》 《总统卫士》，萧赛的《红楼

外传》《青蛇传》，聂云岚的《玉娇龙》 《春雪瓶》，王
占君的《白衣侠女》，宋梧刚的《东方大侠传》等。 表

现当代传奇的代表作品有陈玙的《夜幕下的哈尔

滨》、陈廷一的《许世友传奇》、杨耀建的《宋氏姊妹

在重庆》等。 此外，还有展现改革精神的作品，如汤

子文的《银河天使》、黄大荣的《国宝》。
通俗文学引起的热潮很快引发文艺评论界的关

注。 １９８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文汇报》发表了两篇文章

和一封读者来信，最早将这一文学类型定名为“通
俗文学”。 １９８４ 年召开的作协四大提出“创作自由”
的口号，释放出“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信号，
使文艺界敢于进一步解放思想。 １９８４ 年，不但文艺

体制内部的作家出现了有关“现代派”等突破现实

主义文学的文学形式论争，处于文艺体制之外的通

俗文学的大量发行也开始被评论界关注。 １９８４ 年

１１ 月举办的“通俗文学研讨会”是批评界对通俗文

学浪潮的一次集中反应，引起不少重要报刊的关

注①。 １９８５ 年，有关通俗文学的讨论开始形成热

点，《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文艺报》 《当代文坛》
等重要报刊相继发表有关通俗文学的评论文章，新
时期的通俗文学思潮开始形成。

通俗文学在新时期的出现是出版业改革的产

物，它绕过了原有的文学体制，天然地具有“商品

性”“娱乐消遣性”等特点。 这些特点对当代文学已

经体制化的文学理念、文学格局和文学批评方法都

具有一定的颠覆性，其中涉及的热点如文学的大众

化、文学的商品性、文学的审美功能分化，以及文学

批评与文学史问题等，都是当代文学转型过程中的

焦点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观念、生产机制、文
学格局以及文学批评范式在新时期的转型过程，也
在这场讨论中凸显出来。

二、通俗文学的定义与当代文学的大众化问题

作为一个文艺新现象，对通俗文学的定义与定

性在文艺界的最初讨论中受到普遍关注。 对通俗文

学的定性首先是一个态度问题，通俗文学是在新时

期出版业改革中悄然进入文学场域的，其写作者和

承载的文学期刊都具有一定的底层自发性，它不是

原有文学体制倡导的产物，一些作品也存在着庸俗、
媚俗的倾向。 因此，文艺界对通俗文学接受与否存

在一定的争议，这一争议的焦点在于通俗文学的

“大众性”。 不少支持者试图将通俗文学的兴起纳

入新文学以来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当中，将新时期

通俗文学看作是解放区文艺及新中国成立后大众文

艺作品的延续。 不少文章指出，通俗文学的题材

“几乎全是人民群众极为关注，极为爱好的东西”，
“是深刻的人民性的继承”②。 一些评论者进而将

解放区“赵树理那些深入浅出的作品”③和革命章

回体小说作为新时期通俗文学学习的典范，对通俗

文学的“普及与提高”寄予厚望。 批评者则指出，新
时期通俗文学的出现并不是文艺“大众化”运动的

延续，反而是文学观念的倒退。 他们将新出现的通

俗文学与现代文学历史上的鸳鸯蝴蝶派相提并论，
批评其“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文学观念”，认为

“一切向钱看，专供人们消闲的文艺”④不能作为社

会主义文艺的正宗。
新时期的通俗文学对大众究竟是“腐蚀”还是

“普及与提高”，成为通俗文学大众性讨论的焦点和

对新时期通俗文学进行定义的难点，其中涉及的根

本问题是将新时期通俗文学看作鸳鸯蝴蝶派的“消
闲文艺”还是当代文艺“大众化”运动的通俗创作的

延续。 当代文艺“大众化”运动的通俗创作的指导

思想是 １９４２ 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讲话对文艺“大众化”提出“普及与提高”的要

求，强调文学对人民的教育和政治动员功能，“普
及”所代表的文艺“大众化”只是扩大“提高”范围的

手段而已。 解放区文艺和“１７ 年”文艺中的大众文

艺作品，只是通过传奇小说的叙事形式和内部构造，
向人民灌输新的社会主义价值与理念，从而起到教

育人民、在政治上组织和动员人民的功能，它区别于

现代文学中言情、武侠、侦探等通俗小说的娱乐性功

能。 唐小兵在《我们怎样想象历史》一文中，将包括

“延安文艺”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大众文艺”运动

看作“一场反现代的现代先锋派文艺运动”，把它与

体现“市场经济的逻辑”的通俗文学相区别，强调大

众文艺与通俗文学之间存在“几乎完全不同的文化

生产、价值认同和历史想象”⑤。 因此，从“五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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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左翼文学，再到当代文学的文艺“大众化”运

动所创作的通俗作品，应当被看作一种“超越雅俗”
的努力，它意在建立一种既能深刻切入社会政治现

实又能与广大群众发生普遍联系的新型“大众文

学”。 建立这种新型“大众文学”就必然要对原有的

大众（通俗）文学形式进行改造和清理，新文学干将

们对鸳鸯蝴蝶派所代表的通俗文学流派的批判就是

这种逻辑的展开。 新文学内部本身存在“左翼”与

“自由主义”的差异，但将文学认定为一项严肃的事

业是新文学干将们的共识，这一理念一直延续到 ２０
世纪 ５０—７０ 年代的当代文学。 这一时期，文学的娱

乐功能虽然依然作为叙事动力在大众文艺作品中时

隐时现，但其消遣因素被深深压抑，不能在文艺批评

中正面出现。
以今天的历史距离回望，新时期通俗文学的出

现有着鲜明的市场经济因素，与当时的出版业改革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因此，对通俗文学商业性和

消遣性的强调，更加符合新时期通俗文学的本质。
新时期的通俗文学显然也更像是历史上的鸳鸯蝴蝶

派新的延续而非“大众文艺”。 如施蛰存就辨析了

“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学”的不同。 他认为，两者都

暗含“普遍的”“为多数人所喜爱”的含义，但通俗文

学是作家个人创作的，供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工人

和小市民阅读的文学作品，它以娱乐消遣为目的，具
有模式化的写作特点，并与现代都市和商业的发展

密切相关。 大众文学则带有鲜明的阶级含义，实质

是无产阶级人民文学，更强调其政治功能。⑥孙犁也

提出，新时期的通俗文学与新文学以来以“启蒙”为
目的将通俗形式用于政治宣传的“文学的通俗运

动”截然不同，新时期的通俗文学热更像是“前一个

时期不许启动的食品橱门突然启动引发的反应”⑦。
因此，我们可以根据现代文学史上对鸳鸯蝴蝶派等

现代通俗文学流派的界定，来确定通俗文学的基本

内涵。 通俗文学是由现代社会中文人创作的供大众

读者消遣娱乐的、模式化的商品性文学。
在此意义上，对通俗文学大众性争论的实质，是

文学体制内部分知识精英在面对通俗文学这一被当

代文学理念排斥在外的文学类型时阐释的困难。 对

通俗文学“腐蚀”大众的批评和“普及与提高”的期

待，实际上仍是新文学以至当代文学以来启蒙文学

理念下对通俗文学娱乐消遣的文学功能和商品性的

排斥。 其本质是文学知识分子试图用专业知识框定

新时期文学场域的边界，保持文化资本在文学场域

中的权威地位，抵御拥有经济资本的“大众”消费力

量的入侵。 但这种排斥实际上已经无力回应新时期

通俗文学畅销的社会现实，因此，文学批评界不得不

面对新形势下通俗文学的商品性与审美功能展开一

系列讨论。 这些讨论更深切地反映出新时期当代文

学在生产机制、文学格局、文学批评范式等方面的一

系列变化和转型。

三、通俗文学的商品性与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型

新时期通俗文学的出现是当代文学生产机制转

型的产物。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一套被洪子诚称

为“一体化”的适应于计划经济的文学生产机制与

组织方式。 它由文联、作协等从中央到地方的文艺

机构和以新华书店为网点的“统购统销”的发行体

制构成，承载着筛选与吸纳作家、发表作品、建立文

学批评等整个文学生产机制的不同环节，以体制化

的方式建立起当代文学的秩序。 与之适配的是，强
调文艺的政治动员功能的文艺理念。 因此，以城市

商业文明为生存依托的现代通俗文学作家不但受到

批评，而且由于新的文学生产方式的确立而被排斥

在文艺生产之外。 进入新时期后，重新复苏的市场

经济使新时期通俗文学率先作为一种经济现象进入

文艺界的视野。
在对通俗文学的讨论中，评论者往往将通俗文

学与当时“报摊”“书摊”热这一文化现象关联起来。
当时各式小报纷纷创办，不少文学期刊相继增发武

林、侦破类小说，发行量相当惊人，这些通俗文学期

刊的主办部门除了各级文联、文化局、群众艺术馆等

文化部门外，还有政法、卫生、科技、共青团、妇联等

部门，“这些非文艺单位创刊伊始，框框较少，对读

者心理掌握较多，加以一定的商业眼光，致使所办报

刊成为大路货，广为传播”⑧。 因此，“很难为现存

的所谓 ‘通俗文学’ 框定内涵。 与之相应的概念

……与其说是文学，不如说是一种广泛的文化现

象”⑨。 由此可见，新时期通俗文学的出现并不是原

有文艺体制内部的产物，而是与社会转型引起的文

艺政策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
新时期是文艺政策的重要转型时期，１９８０ 年召

开的第四次文代会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

主义服务”的口号取代“文艺为政治服务”，标志着

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松绑。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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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８０ 年代文艺领域的改革率先从出版业改革开

始。 １９８２ 年，文化部开始实行图书发行体制改革，
原有的“统购统销”方式变为以国营新华书店为主

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方式、
少流转环节的图书发行网。 个体经营的书店、书摊

开始出现，被称为图书发行的“二渠道”。 最早被评

论界关注到的通俗文学现象，就是这些个体经营的

书摊为吸引读者目光而大量发行的通俗作品。 自

１９８２ 年开始，文学期刊也启动改革，一些地方刊物

陷入经济上入不敷出的困窘境地，大量文学期刊被

迫转型，许多地方文学期刊开始用“以文养文”形式

发表通俗文学。 “以文养文”，即在文化经营中以市

场化手段来弥补国拨经费的不足。 通俗文学由于其

瞄准大众的心理，在市场上最为畅销，成为文学期刊

改版的最佳选择。
商业性对文学的影响很快引起文艺界的关注。

不少评论者指出，通俗文学的兴盛与出版业改革、期
刊改革之间关系密切，新时期初期图书市场闸门陡

开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市场上流行的惊险、传奇、武
侠等通俗文学类型常与色情、暴力等低俗违法的内

容生产联系在一起。 因此，如何认识文艺产品与商

品生产之间的关系，成为文艺界讨论通俗文学现象

时的另一个焦点。
１９８４ 年，辽宁省文联主办的内部刊物《辽宁文

艺界》第 ２ 期发表陈文晓的《文艺商品化不能全盘

否定》，最早提出文艺商品化的问题，并逐渐波及全

国。 这场对文艺商品化和市场化的讨论一直延续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无论肯定还是否定文学的商品化

倾向，论者都承认在新时期文学具有一定的商品属

性已是不争的事实，即使强调文艺作为精神产品，应
当注重社会效益，应当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需要，也不再排斥经济规律对文学的引导作用。
肯定和支持文艺作品商品化的论者，批评计划体制

在文学领域造成的某些弊端，认为商品规律将“打
破我国原来一统化的创作格局，促使文学创作的真

正多样化与文学功能的真正开放”⑩，提出“不搞商

品化，文艺就没有竞争力”，肯定商品化为文学引

入了竞争机制。
但与此同时，也有论者提出，文学毕竟属于精神

生产，对人的精神有着正面或负面的影响，经济体制

改革的方向也应对文学负有一定的引导责任，因而

主张对市场上通俗文学的管理要“有明确的指导思

想，遵循合理合法的手段”。 伴随着商品经济介入
文学的发展以及对文学作品商品性的重新认识，新
时期对文艺的规范手段也开始转型，在对新时期通

俗文学进行引导和规范的讨论中，文艺界已不仅仅

对其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进行评定，而且开始呼吁

经济和法律部门对其进行监管。 伴随着通俗文学的

重现，原有的文艺体制对文学“一体化”的控制开始

松动。
随着文学生产机制的进一步市场化转型，文艺

界对通俗文学商品性质的认识也更加清晰，并试图

将其纳入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大众文化生产中考察

其流通与消费的特点。 “战后日本和西方国家以及

港台地区的大众娱乐文化（包括通俗文学在内）浪

潮的兴起和久久不衰，是社会的商品化程度的加深

和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化两个主要原因造成的”，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国的通俗文学也开始具有“世界

性的大众娱乐文化的性质和具有‘消费文化’的某

些特征”，从而可以被“纳入到世界性的大众娱乐
文化的一体化范畴”之中。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
随着市场体制在中国的建立和消费文化的兴起，海
外成熟的通俗文学类型和大众文化工业进一步冲击

和影响着国内的通俗文学创作，使之逐渐趋同，呈现

出“青春化” “小资化”的特点。 纯文学作者也开始

寻求商业转型，甚至连先锋派作家也在经济的压力

下开始追求作品的“可读性”，如先锋派的代表作家

叶兆言就承认，“小说本来就是通俗的东西……纯

文学从来就是一件皇帝的新衣”。 随着市场经济
体制的不断完善，商品性不再是通俗文学的专利，纯
文学作家也必须将其作品投入市场流通的环节，成
为市场商业运作的一部分，以“畅销书”模式寻求经

济利益。 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开始一起成为新兴文化

工业生产和流通的一部分。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新时期有关通俗文学大众

性与商品性的讨论受到新文学以来鲜明的“启蒙”
文学观的影响。 也就是说，论证通俗文学的合法性，
必须通过其“大众性”与“五四”以来的文艺“大众

化”运动发生关系；对通俗文学娱乐消遣功能的强

调，也只是局限于“寓教于乐”的教育功能；企图在

原有的文学理念内对通俗文学进行引导和“提高”。

四、通俗文学的审美功能与

“雅”“俗”分离文学格局的生成

　 　 新时期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向“以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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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的转型，与商品性相关的文

学的娱乐消遣功能也不再必须以“寓教于乐”的教

育功能出现，而是可以作为适应于现代化快节奏生

活的人们的闲暇消遣而单独出现。 随着对通俗文学

娱乐消遣的审美功能的认识以及对其合法性的承

认，启蒙文学观念受到冲击。 这两种不同文学观念

的碰撞也联系着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出现的一种新

的文学现实———“雅”“俗”分离的文学格局的形成。
在面对由通俗文学主要承担的娱乐消遣功能

时，不少论者都认为，文艺界“需要相应地部分更新

我们的文学观念，需要对原有的理论作出补充和修

正”，为文学的娱乐消遣功能正名。 有论者指出，
“不能片面地把文学的功能理解为‘阶级斗争的工

具’”，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时

代，不应忽视它的娱乐作用，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

投身于四化建设”，“在一天的紧张之余”，需要“调
剂调剂生活”。“对通俗文学的冷漠、轻蔑态度，甚
至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加以扼杀、禁锢的办法……其

根源在于对文艺作品之功能的片面理解，即只承认

文艺作品的教育性，不承认文艺作品的娱乐性。”

“娱乐性、消遣性也可以成为作家的相对独立的追

求目标”，不应当“不加分析地把娱乐性、消遣性的

作品排斥在文学之外”。
文艺界对通俗文学娱乐消遣的审美功能予以重

视也是一种现实的危机感使然。 １９８５ 年是新时期

文学的分水岭，伴随着出版业改革而来的权威文学

期刊销量的下降和通俗文学期刊销量的猛增，使文

艺界不得不注意到这样的现实：“趣味已经成为通

俗文学的独家经营。 而严肃惯了的文学却不愿收却

了他严肃的面孔。”文艺领域逐渐形成的“通俗文

学”与“纯文学”的对垒，使评论者认识到一种新的

“雅”“俗”对峙的文学格局已然形成，两者的区别就

在于通俗文学具有“愉悦性、消遣性和心理快感”的
趣味，纯文学则由于“题材和主题的当代性、严肃

性、重要性增强，造成娱乐性、趣味性变得不明

显”，并因此正在丧失它的读者。 注意通俗文学崛

起的评论者因此敦促“纯文学”重视“通俗文学”向
它发起的挑战，对“自身的趣味性进行一次历史的

反思和反省”。
“纯文学”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 １９０５ 年王国

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的天职》一文，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开始大量运用在文学批评中，并一直延续

至今。 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至今没有完整明确的

定义，反而因其模糊性得到广泛传播。 有学者指出，
“纯文学”这一概念与文学体制有着密切关系，具有

专业知识与权力结合的性质，也是一种保护学科边

界的策略。 文学知识分子需要确立“纯粹的文学具

有自己的本质，认识这种本质需要严格的专业训

练”的不容挑战的专业身份。 “纯文学”这一概念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反复出现，也确实源于新时期

文艺体制内部作家知识分子的“艺术自律”运动。
作家们渴望突破“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僵化教条，并
因此开启了“回到文学自身”的文学探索实践。

１９８５ 年被称为“通俗文学年”的同时，体制内作

家对“现代派” “寻根派”的文学探索也如火如荼，
１９８７ 年“先锋派”将这一探索推向高潮。 这些文学

探索均指向一种“纯文学”的文学理念，即以文学的

形式变革为支点，摆脱政治对文学的束缚。 在此过

程中，与“纯文学”相关的一种新的知识分子精英意

识也逐渐形成，对文学本身纯粹性的强调本身也体

现出文学知识分子依靠文学体制对文学话语权的控

制。 但随着“纯文学”以其精英意识的形式实践牺

牲“可读性”，逐渐脱离读者成为作者的自说自话，
“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也成为文艺界一种尴尬的现

实，他们只得重新正视文学的“大众性”，并转而向

通俗文学求援。 如果说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开始的左翼

文学实践是努力建立一种“超越雅俗”的“大众文

学”形式的话，那么 １９８５ 年文艺体制内的精英“纯
文学”实践和体制外野蛮生长的通俗文学构成的新

的“雅”“俗”分离的文学格局，已经代表着原有的当

代“大众文学”的分裂。 “纯文学”所代表的对文学

审美和精神独异性的探索，与“通俗文学”代表的文

学的娱乐消遣功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两者都已

无法在原有的以“大众文学”为标准的文学批评范

式中进行评价。 面对走向分裂的文坛，如何重建一

种可以同时容纳“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普世的

文学批评范式，成为 １９８５ 年后评论界关注的重点。

五、文学批评范式的转型与通俗文学入史

“范式”一词，源于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

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意指为某一科学家群体所

认同并使用的理论、方法。 他在该书中指出，科学进

步并不仅仅是量的积累，而是质的飞跃，不同的科学

家群体有着不同的“范式”更迭，旧“范式”的衰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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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范式”的涌现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实践和社

会心理有着密切的关系。伴随着新时期中国社会

的政治经济转型，文学的批评范式也在新的社会条

件下开始自身的转型。 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曾

经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经历了

从“革命范式”到“现代化范式”的转型，这一认识

也同样适用于阐释同属人文学科的文学批评范式在

新时期的转型。
２０ 世纪 ５０—７０ 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所建立的

文学批评范式，可以被归纳为德里克所谓的“革命

范式”，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

写作方式。 它试图以阶级趣味“高” “低”的价值判

断，建立起文学的等级秩序，并以此在文学中确立

“工农兵”的阶级主体地位，改造作为写作主体的作

家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趣味、情调和习性。 因

此，这一时期对作家作品展开的“运动式”文学批评

鲜明地表现出在“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下对市民

趣味和知识分子趣味的批判。
进入新时期后，文学成为新时期政治转型的

“先声”，文艺界的“拨乱反正”率先体现了对不同阶

级趣味与审美的重新认识。 １９７７ 年《人民文学》发
表何其芳的《毛泽东之歌》，转述了毛泽东的一句

话：“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

的美，‘口之于味，有同嗜焉’。”这篇文章作为意识

形态斗争和政治转型的信号，迅速引发文艺界的相

关讨论。 １９８５ 年开始的有关“通俗文学”与“纯文

学”不同审美功能的讨论，本质上也是新时期如何

重新认识不同阶级趣味与审美活动的延续。
在这场讨论中，大部分论者都批评了使文学走

向“窄化”的“阶级趣味观”，而达成“趣味无争辩”
的共识，不再为“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划定价值的

高低，而是从审美分层的角度辨析“纯文学”与“通
俗文学”对人发挥的不同审美功能。 这种观点认

为，人的审美活动具有不同的层次，又可以根据经验

的积累而不断转化，通俗文学的“娱乐性、消遣性”
是“审美的基层形态和感觉阶段，但它们又是人类

最原始、最普遍的心理需求”。 通俗文学”与“纯
文学”“分属文学的不同层级，各以自己的特点在文

学领域里占有一席不可替代的位置，又分别与自己

的基本读者面和单个读者的不同审美心理层面，发
生着极为微妙的对应关系，共同满足着社会的审美

趣味需要”。

许子东在 １９８７ 年对新时期文学审美功能的分

层进行了总结，其认识较有代表性。 他对文学的划

分标准与当时众人对“纯文学” “通俗文学”的二元

划分不同，他提出了“三种文学”，即“文学自身追求

与社会政治责任统一，又和大众审美活动完全一

致”的“社会文学”，“向文学自身回归”的“探索文

学”，“符合大众审美要求”的“通俗文学”。 这三种

文学的存在基于不同的审美需求层次：“通俗文学”
更多地依据人的“官能美感”，主要根植于人的感官

欲念和“唯乐原则”；“社会文学”更多地依据人的

“功利美感”，主要依托于人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
社会利害等理性意识；探索文学则更多地依据纯粹

的审美观照，主要维系于人的“自我”。 随着现代化

程度的逐步提高，人对文学的功能需求也趋于多元，
休息、工作或个性表现缺一不可。在对文学功能和

审美的多元认识的基础上，许子东进而提出了一种

新的衡量文学的标准，即“文学性”的标准。 他认为

“由于功能、使命不同，在三种文学各自的艺术原

则、价值取向、批评尺度和美学规范之间强行判断其

优劣高下并无意义”，但三种文学在“本体属性

（即‘文学性’）上却是同一的。 归根到底，它们都是

文学”。 这种本体意义上的“文学性”，是指文学

区别于游戏、政治、科学而“诉诸想象、形象、情感、
虚构等‘非现实’方式”。 只有“真正具有‘文学意

义’ 的作品才能成为经典名作， 才能进入文学

史”。 许子东认为，在“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的

社会条件下，文学的功能分化是一种必然。 因此，应
当将具有审美自足性的“文学性”作为一种文学批

评与文学史标准，从而将“通俗文学”和“纯文学”一
同纳入这一新的文学批评标准当中。 这与同一时期

文学界“重写文学史”思潮具有相互呼应之处。
“重写文学史”指的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开

始的对现代文学史的重评思潮。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

活动是 １９８５ 年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三人谈”中
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和 １９８８ 年陈思

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第 ４ 期开始主持的“重写

文学史”专栏。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倡导的是

以“文学”为名，对 ２０ 世纪的中国文学打通历史分

期，对中国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汇

入“世界文学”的过程有一个总体性的理解，“这一

概念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

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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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的主要对象”。 “重写文学史”专栏的目的也

在于为“前一时期或者更早些的时期，由于种种非

文学观点而被搞得膨胀了的现代文学史作一次审美

意义上的‘拨乱反正’”，提出现代文学史应当从原

有的革命史传统中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

的文学史学科。
许子东在“现代化”的社会条件下对“三种文

学”提出的“文学性”标准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

“重写文学史”提出的“现代化”和“文学”的文学史

标准几乎一致。 这意味着伴随着 １９８５ 年开始的对

“通俗文学”和“纯文学”的讨论，一种新的“现代

化”文学批评范式开始取代以前的“革命”文学批评

范式。 这种范式本身是对原有的文学与政治经济关

系的一次系统反拨。 在“现代化”范式要求下写作

的文学史，并非真正要求文学的绝对审美独立，其对

文学独立审美的“文学性”要求，更多时候只是作为

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学批评进行反拨的策略。
“现代化”的文学批评范式真正要求建立的是一种

文学与新的社会政治经济现实密切联系的文学审美

的“现代性”，即在中国进入全球化时代之际，将百

年中国的文学进程一同纳入世界的现代文化进程之

中。 这种“现代化”的标准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标

准，即不再强调文学对于阶级分析的政治正确性和

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拒斥，而是以一种发展的观

点将现代经济的发展和都市商业文明作为一种新的

文学衡量标尺，试图将中国文学纳入世界现代文学

的版图之中。
伴随着“重写文学史”所确立的“现代化”的文

学批评范式，现代文学史中的“左翼文学”与“自由

主义”文学均受到态度不等的“审美”方面的重新估

值，如对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人的重新发现。
但现代文学中的通俗文学入史则要晚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且至今处于尚未完成的状态。 但毫无疑

问，积极倡导“通俗文学入史”的范伯群等人所持的

文学史标准，均延续了新时期以来形成的“现代化”
文学批评范式。 范伯群在《我心目中的现代文学史

框架》中认为，“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化肇始

于 １９—２０ 世纪之交的清末的‘小说界革命’，但理

念大于实绩，‘文学性’不足为道，其‘现代性’的理

念却影响了当时的市民通俗文学，使当时的通俗文

学产生了既具有现代性又具有极高艺术水准的经典

作品”。 如被范伯群认为是现代通俗文学开山鼻祖

的《海上花列传》，不仅胡适和鲁迅等文学大家对其

“文学性”有“平淡而近自然”的高度评价，更重要的

是，它以文学期刊、市民社会为基础的市场营销和现

代化的传播方式显示出了较五四运动更早的现代意

识的萌发。 范伯群因此认为，现代通俗文学应当作

为双翼展翅的现代文学史的一翼，与新文学共同构

成现代文学的“两个翅膀”。
而几乎同时，海外学者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

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也对晚清通俗小说表达

了相似的观点。 王德威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不

必化约为“文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这一狭隘路径。
晚清通俗小说的写作，已经显露出“自觉的求新求

变”的现代意识，而清末文人的文学写作在面对外

来冲击时，已然使“文学生产进入了‘现代的、国际

的（未必平等的）对话情境’”。 晚清通俗小说的

诸多作品，是孕育了“２０ 世纪许多政治观念、行为准

则、情感倾诉以及知识观念的温床”；而五四运动

之后政治化的新文学仅以“感时忧国”和“写实主

义”为正统，压抑了晚清通俗文学代表的多种现代

性可能。
这种对晚清以来通俗文学的商业性和文本现代

意识的探索，使范伯群等人“通俗文学入史”的主张

与海外学者王德威对晚清通俗小说“被压抑的现代

性”的考察共同构成了新世纪以来以“现代化”的文

学批评范式重写文学史的新的支流。 但范伯群等人

的“通俗文学入史”主张也遭到以袁良骏为代表的

秉持“新文学”理念和阶级斗争史观的学者的激烈

批评，体现出当代文学批评在面对通俗文学时，不同

文学观念的博弈与缠绕仍在继续。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所形成的“现代化”文学批评范式也在 ９０ 年代暴露

了“现代化”这一概念本身具有的意识形态性质，表
现出当代文学转型的复杂性与未完成性。

六、结语

综上所述，１９８５ 年开始的通俗文学思潮以及这

场思潮中文艺界讨论的焦点问题，如通俗文学的大

众性、通俗文学的商品性、对通俗文学娱乐消遣的审

美功能的认识、新的文学格局的变化以及“文学性”
等问题，推动了当代文学生产机制、文学观念和文学

批评范式的转型。 在这一过程中，当代文学原有的

“一体化”和“统购统销”生产机制解体，文学生产逐

渐开始接受市场调节，成为多元的文化产业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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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当代文学的审美功能由对政治 ／教育功能的强

调，转变为教育、娱乐、审美等功能的多元共生；当代

文学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写作范式，也由“革命”范
式转向“现代化”范式。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大众传媒的兴起，当
今社会文学的生产与消费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转型的

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已不再依赖于新中国建立初期

的“文艺体制”和旧的文学生产方式，而是形成了相

当规模的“文化工业”。 新时期兴起的通俗文学类

型已经发展为“文化工业”文本生产的一个环节，并
且在网络空间中以“网络文学”的方式创造了新的

繁荣。 但如何将新时期发展至今的通俗文学文类纳

入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当中，是一个仍未完成的

课题。 因此，回顾新时期通俗文学思潮与其中涉及

的当代文学的转型问题，不但是对当代文学理论批

评建设的回顾性思考，而且对于今天新的历史条件

下的通俗文学批评具有参考意义。

注释

①哲明：《关心和提高通俗文学创作———天津市举办通俗文学研讨

会》，《文学评论》１９８５ 年第 ２ 期。 ②宋梧刚：《试论通俗小说的继承

与创新》，《文艺生活》 １９８５ 年第 １ 期。 ③浩成：《通俗文学漫谈》，
《文艺报》１９８５ 年第 ２ 期。 ④黄洪秀：《我们的文艺要开倒车吗？》，

《文艺报》 １９８５ 年第 １ 期。 ⑤唐小兵：《我们怎样想象历史（代导

言）》，《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 ⑥施蛰存：《施蜇存学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
第 ２１６ 页。 ⑦孙犁：《谈通俗文学———芸斋琐谈》，《人民日报》１９８５
年 １ 月 １４ 日。 ⑧亦浓：《多层次的文学》，《当代文坛》１９８５ 年第 １
期。 ⑨王屏、绿雪：《广西“通俗文学热”调查记》，《文艺报》１９８５ 年

第 ３ 期。 ⑩杨守森：《商品观念与当代文学的繁荣》，《文史哲》１９８８
年第 ５ 期。 陈文晓：《社会主义商品化———文艺繁荣的历史趋

势》，《启明》１９８５ 年第 １ 期。 无为：《小报的“小”与“大”》，《文艺

报》１９８５ 年第 ４ 期。 於可训：《新大众文学：二十世纪八十年

代通俗文学浪潮》，《文学报》１９９１ 年 ８ 月 ８ 日。 叶兆言：《小说的

通俗》，《上海小说》１９９７ 年第 ２ 期。 於可训：《通俗文学的兴起

与文学观念的更新》，《长江文艺》１９８５ 年第 ５ 期。 谢明清：《通俗

文学也是党的文学事业》，《中国》１９８５ 年第 ５ 期。 浩成：《通俗文

学漫谈》，《文艺报》１９８５ 年第 ２ 期。 贺林：《对刀光剑影的文学的

沉思》，《文艺报》１９８５ 年第 ４ 期。 段更新：《通俗文学与欣赏

趣味》，《中国》１９８５ 年第 ５ 期。 於可训：《文学的趣味性和历史及

现实》，《青春丛刊》１９８７ 年第 １ 期。 南帆：《先锋的多重影像》，现
代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６６ 页。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

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 ［美］阿里夫·
德里克：《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吴静研

译，《中国社会科学辑刊》１９９５ 年（春季卷）。 许子东：《新
时期的三种文学》，《文学评论》１９８７ 年第 ２ 期。 范伯群：《我心目

中的现代文学史框架》，《文艺争鸣》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１ 期。 王德威：
《被压抑的现代性》，宋伟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２５ 页。

责任编辑：采　 薇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ｏｎｇ Ｗａｎｃｕ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ｐｏｓｅｄ ａ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ｏｒｄｅｒ ｔｈａｔ ｈａｄ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 ｒｅｌｉｅｄ ｏｎ ｔｈｅ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ｈｉｃｈ ｂｅｇａｎ ｉｎ １９８５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ｒａｒ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ｒｉｔｉ⁃
ｃｉｓｍ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Ｔｈｉｓ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ｒｅ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ｈｅａｔｅｄｌｙ ｔｈｅ ＂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 ｌｉｔｅｒａｒｉｎｅｓｓ＂ ．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ｗｏｒｌｄ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ａ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ｅｒｉｏｄ，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Ｍａｙ Ｆｏｕｒｔｈ Ｎｅｗ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ｌｅｆｔ－ｗ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ａｎｄ ｓａ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ｓ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ａｎ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ａ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ｈａｓ ｓｈｉｆ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ａ ＂ ｒ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ｔｏ ａ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ｔｈａｔ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ｅｒｉｏｄ；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ｒｅ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ｓｈｉｆｔ

２６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９ 期


